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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检视与反思（１９４５—２０２１）

孟 广 林　　朱 文 旭

［摘　要］七十余年来，台湾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建树，其发展进程可大致划分为１９４５—１９６９年的草创时

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９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１９９０—２０２１年的新阶段。检视其议题和理路即可发现，台湾学界重

点关注１５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尤其是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追踪西方史学潮流为能事，研究视角呈现“从

中国看世界”到“从台湾看周边”的位移。由此，在继承民国西洋史以建构本土世界史教研体系、推动本土

史学发展和繁荣华语世界史学术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进展。不过，由于未对学术主体意识的建构予以足

够重视，难免滋生诸如话语体系缺失、研究议题分散、学脉赓续孱弱、意识形态纷扰等诸多流弊。破解这些

难题，确需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学术交流，而这也是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课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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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术研究上亦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囿

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呈现出与祖国大陆不同的面相。为此，学界曾对台湾历史学中的中国史、

台湾史和史学史等研究进行过专题考察①。然而，两岸学者对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却缺乏足够的检视

与反思。２０１９年以来，大陆学界陆续对七十年来中国世界史不同领域的进展和学科建设予以总结概

述②，但其中未见台湾史学流变的相关影迹。台湾本土学者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也明显不足③。１９９７
年，杨肃献（Ｓｕ－Ｈｓｉｅｎ　Ｙａｎｇ）曾对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间台湾“西洋史”研究进行总结。林美香（Ｍａｙ－Ｓｈｉｎｅ

Ｌｉｎ）则在２０１２年为１９５０—２００９年间台湾的英国史研究撰写专文回顾④。同时，杨肃献还参与了台

湾当局“国家科学会人文中心”的“台湾人文学界近数十年来研究成果详细报告———历史学门”的工

作，与童长义、王世宗一起完成了“世界史”卷的编纂⑤。不过，这些相关成果不足以反映新世纪以来

的学术动向，且未见学者对１９４５年来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

拟在杨文“特别声明”⑥的基础上，梳理台湾世界史研究七十余年来的变迁脉络、发展概况、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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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讨论主要有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台湾史学五十年（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４期；

胡逢祥、李远涛：《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河北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高明士主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

１９４５—２００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２００４年版；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９期；《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１９５０—２０００》，《汉学研究通讯》第２０卷第４期，２００１年。

钱乘旦：《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马克垚：《７０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
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王立新：《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张建华：《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
视与思考》，《史学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晏绍祥：《７０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等。

周建：《近十年来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概况简述》，《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２５卷，１９９３年，第２６７～２７５页。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第２９５～３３８页；林美香：《英国史在台湾的研究
与发展，１９５０—２００９》，林建甫编：《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５～３７５页。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８册：世界史），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２００４年版。

杨肃献讨论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时提出：分析对象仅限于正式研究论文，不包括书评、译文；“西洋史”是“纯”西洋史，不包括
中外关系史；原则上只讨论台湾西洋史研究概括，外国（地区）学者在台湾发表的西洋史论文不纳入考虑范围；讨论限于“量”

而不涉及论文研究“品质”（参见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第３０４页）。



与不足之处，进而将其纳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进路中进行考量。管见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
尚祈方家指正①。

一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脉络流变

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世界史研究一脉相承，共同源于辛亥革命后传入中国的西洋史，其端绪往往被
学界上溯至晚清“睁眼看世界”之际②。在大陆，严格地说世界史学科建构于１９４９年，正如齐世荣先
生指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四十年间，我国实际上只有外国史（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而无世界
史”③。１９４９年，当大陆开始建构世界史学科之际，西洋史中的一批学人追随败走的国民党政权南渡
台湾。由是，大陆世界史学界对台湾西洋史概念了解不多，有必要对其予以辨析。

事实上，“西洋史”在台湾语境中的所指几经变动，晚近语义扩张，逐渐和“世界史”指代相近，交替
使用。早在１９２４年，陈衡哲在其所撰《西洋史》中开宗明义道，“本书的范围以‘文化上的欧洲’，及纯
粹欧化的美洲为限，故定名曰西洋史”④；她对此作进一步解释说，“欧洲历史的范围，比欧洲的地理范
围，略为宽广；因为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各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人种上，语言上，都是与欧洲不能分
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历史学家，把非洲的北部，和亚洲西方的一小部归入欧洲历史范围之内，做成
一个历史上的单位，叫做‘文化的欧洲’（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以区别于地理的欧洲（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ｕ－
ｒｏｐｅ）”⑤。此时，“西洋史”是“文化上的欧洲”历史。这一观点为迁台学人所承袭。１９８５年，彭小甫在
一份调研报告中对“西洋史”概念进行过集中的讨论。他认为：“历史上的欧洲则不得以此天然地形
（乌拉尔山与里海以西，高加索山与黑海以北的地区）为界限，其范围乃随历史时代而伸缩……在‘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下，任何国家不得置身局外，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虽分犹合。以欧、美为
主体的西洋史势必涉及大部分世界史，其牵涉范围则因其所讨论的时代而异。就表面观之，‘西洋史’
一词，含义暧昧，大则可为‘世界史’‘外国史’的代表词；小则仅指‘欧洲史’或‘欧美史’；就内涵窥之，
则此等名词实大同而小异。”⑥这种泛化的西洋史概念得到了台湾主流学界的认可⑦。２００３年，童长
义、杨肃献和王世宗三人编订《战后台湾的历史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八册便以“世界史”为题，包含
“亚洲史”和“西洋史”两篇。林正珍也将“西洋史”与“世界史”作替换概念使用⑧。需要指出的是，如
果以具体的研究领域视之，“西洋史”断然不能同“世界史”等同；然而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台湾语境中
的“西洋史”和“世界史”可交替使用。本文主要关注台湾地区世界史作为一个与中国史相对照的学科
在过往７６年的发展变迁，因此统一作“台湾世界史”展开。

具体到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草创，则可以概括为日据文献遗存、迁台学者开拓和本土历史学科
的给养等共同形塑的结果⑨。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与台湾回归中国后，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Ｔａｉｐｅ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台湾大学前身）下设有“西洋史学、史学地理学讲座”�10，其遗存的文献成为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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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聚焦台湾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对１９４５—２０２１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进行考察和梳理，辅以必要的硕博学位论文以
及学术著作进行补充论证。对此种取舍作如下说明：第一，在学术论文发表尚未取得规模效应之时，笔者主要依靠专著、译
著和杂文展开；第二，当学术论文（不包括专供硕博研究生发表习作之刊物载文）发表规范化后，则更多地关注前者折射出来
的研究趋势与特征；第三，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硕博论文、学术专著数量众多，彭明辉、林美香等学者已有专论，且对上述
两大类型成果进行论述非一文所能及，这需要学界后续的关注与投入；第四，对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以及某些专著是本文写
作的参考范围。当然，以上为笔者愚见，文责自负。

张秀蓉：《台湾大学历史系所学生对西洋史的观点与教学评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６期，第３５３页。

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⑤　陈衡哲：《西洋史》上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例言”第９页、正文第２７～２８页。

彭小甫：《当前“我国”大学西洋史教育剖析———“我国”各大学西洋史任课教师施教实况及其改革意见调查研究》，载于台湾
师范大学主办之《国际历史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印行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第２９５页。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第１７５～１９７页。林正珍同时也将“世界史”看
作是一种突破西方中心论历史叙事的新史观，这种语境下的“世界史”与中国大陆语境中的“全球史”指代相近。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８册：世界史），第６０页。

更为细致的分科可见叶碧苓：《台北帝国大学与京城帝国大学史学科之比较（１９２６—１９４５）》，《台湾史研究》第１６卷第３期，

２００９年，第８７～１３２页。



台湾大学西洋史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在１９４９年一批渡海迁台的颇有声望之史学学者中，沈刚
伯、刘崇 、徐子明、张贵永、高亚伟等专长于西洋史，他们构成了台湾早期世界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
奠基者①。除此之外，台湾历史学的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世界史研究的进路。１９４９年后，中
国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台湾史学研究的主流，迄今仍然如此。傅斯年、姚从吾、李济和董作宾等“史
料学派”的代表迁台，在“史学本是史料学”②的号召下，台湾的世界史学科得以借此落地生根。

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发展历程引人注目。在此，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分期作简要回顾。杜正
胜、王晴佳和彭明辉等学者大都将台湾的历史学划分为１９４９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史料学派”和
传统史学主导时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８７年西方学界辐射台湾史学研究与１９９０年后台湾史
兴起这三个阶段③。这类分期基本上舍弃了对世界史的观照。而台湾的世界史学者迄今未见相关讨
论，唯有杨肃献曾将１９６７年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建立、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界的代际交替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陆续有学生和学者赴海外研习西洋史等作为台湾世界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
点，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分期④。事实上，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的研究既与台湾整体历史学发展
趋势相绾合，又有自身独特的学术走向。根据台湾本土专业系所的历史、学者代际传承、世界史教学、
专业刊物、论著成果（以论文为主体）以及影响学术的政治形势，可以将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
大致分为１９４５—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至今这三个时期。

１９４５—１９６９年间，台湾的世界史在日寇溃败、国民党退守后，依托撤离大陆的学者得以草创。这
一时期，台湾的世界史相当孱弱，加之当局实施“戒严”束缚学术的自由发展，西洋史研究自然深受波
及。首先，能够开设课程的院校稀少、师资严重不足。台湾世界史研究领域占据主体地位的１２个院
所⑤，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间大半尚未复校或成立，唯有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家独大。随着辅仁大学等一
批高校在６０年代纷纷复校建立历史系，情况方才好转。其次，学者多将西洋史教学作为兼职，主要精
力在于教学而少著述。这可从沈刚伯和王任光两学者得窥一斑。沈刚伯可谓中国埃及学研究第一
人，１９２４接受政府资助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研读埃及学、英国史和宪政史。他专注于教学传授而鲜有
学术著述，辑录于其身后的文集有“历史”“哲学与文学”“教育”“世局”和“记事”等五种主题，文章１１５
篇；而在同文史相关的４９篇文字中，４篇为西洋史、６篇涉及中西比较，西洋史居于其中的位次可见一
斑⑥。沈氏当然并非个例，其经历和旨趣当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在台湾的缩影。
曾执教台湾大学、主导辅仁大学西洋史学科的王任光亦是如此⑦。此外，此阶段的台湾世界史学术论
著以翻译为主，罕见独力产出。王任光就曾感叹：“大学里有关西洋史方面图书和学报的缺乏，学术论
文之少见，都显示我们对西洋史研究的忽视。”同时，日本学者所写的“罗马帝国”被台湾学者翻译，更
令他“惭愧”，有颇受挑战之感⑧。这无疑是１９７０年前台湾世界史学科的真实写照。

１９７０年后，台湾世界史研究开始明显发展。这得益于留学人员纷纷返台、学术期刊发行常态化
以及当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开始引进，专业学术发表的园地日渐
开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随着王任光、孙同勋、庄尚武、蒋孝瑀、高明士和古伟瀛等一批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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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遗存文献有剑桥系列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丛书，以及完整的《英国历史评论》（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等名刊。有学者
认为，台湾西洋史研究并没有传承日据的学术脉络。参见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
（第８册：世界史），第６０～６５页。
“史学本是史料学”语出自许冠三，是他根据傅斯年之“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断发挥而来（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
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１～２５９页）。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４期；彭明辉：《从历史学期刊论文分析台湾史
学研究动向（１９４５—２０００）》，《政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９期。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８册：世界史），第６０～６７页。

这１２个院所分别为“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成功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

辅仁大学、“国立中兴大学”、东吴大学（台北）、淡江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新竹）和“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沈刚伯：《沈刚伯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１９８２年版。

⑧　参见王任光、黄俊杰编：《古代希腊史研究论集·序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８，５、６页。



返台后前往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和政治大学等高校任教，台湾的世界史教学科研队伍建构渐有起
色①。随后，辅仁大学在１９６７年成立历史研究所，侧重于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台湾大学也在同年创设
博士班培养高级人才，健全本土西洋史人才培养体系。此外，伴随《食货月刊》在１９７１年复刊、《台大
历史学报》在１９７４年创刊，西洋史科研成果在７０年代开始小规模地持续刊发（见表１）。由此，台湾
世界史教学与科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初具规模。到１９８５年，台湾世界史学科１１个院所共有各类
教研人员约５４人，规模与现在相当②。

表１　不同时段台湾世界史论文刊发表③

类别 古代史 中世纪史 近代史 现代史 其他 合计

１９４５—１９６９　 ２　 ２　 ４　 １　 ６　 １５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５　 ７　 ３３　 １３　 ２１　 ８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３　 １４　 ３９　 ２７　 ２０　 １１３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２　 １８　 ５３　 ６２　 ４１　 １８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６　 １３　 ４７　 ２２　 ４０　 １２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２　 ７９　 ４６　 ３０　 １７７

合计 ５８　 ６６　 ２５５　 １７１　 １５８　 ７０８

　　这一时期台湾世界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集中体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少、学术议题分散。以世界
史发文量为例，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间见刊论文８９篇、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为１１３篇。这一数字较１９４５—１９６９
年的１５篇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数无疑偏少。此外，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侧重近现代史学，

１９７０—１９８９两个十年间，古代中世纪史论文合计为２２和２７篇，占比２４．７％和２３．９％。同时，相关
的学术议题则以通识和引介为主，学术理路倾向于中西比较和从台湾出发看世界，少见独到的专论。
结合彼时台湾当局“戒严”的政局，考虑到台湾世界史研究起步不长的历程和学术社团的规模，这一状
态自在情理之中。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台湾世界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总的来说，政策支撑、专业期刊涌
现和新生代学者增多铸就了台湾世界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早在１９８０年，台湾“教育部”就开始通过公
费留学考试选派学生赴欧美攻读西洋史。这批留学生大都能完成学位，并陆续返台进入各大学历史
系。他们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也纷纷著述，“发表具有学术价值的西洋史论文，大幅提升台湾西洋
史研究水平”④。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５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缓解了笼罩学术研究的紧张政治气氛。

１９８９年，台湾世界史迎来了第一本专业期刊———《西洋史集刊》，学术成果刊发环境进一步改善。当
然，科研实力的提升归根到底依赖于专业学者的勤奋钻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王世宗、杨肃献、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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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光为伦敦大学１９５７届博士；孙同勋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１９７２届博士；庄尚武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研究硕士、美国
宾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高明士为日本东京大学１９８３届东洋史博士；古伟瀛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１９８３届博士。

李徽：《以史观今：两岸世界史研究开启新模式》，《今日中国》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６８～６９页。

本表系笔者依据收集的１９５０—２０２１年台湾主要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及其研究主题时间（段）所作，制表时间为

２０２１年９月。有如下几点特此说明：第一，历史分期依次是古代史（？—５００年）、中古史（５００—１５００年）、近代史（１５００—

１９００年）和现代史（１９００年至今）；第二，笔者收集的论文原始数据８００余篇，删去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史原》、辅仁
大学历史学系办《史学研究》《史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刊物《史耘》和东吴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学报《史辙》等专供学生发
表的刊物论文，剩余７０８篇；第三，“其他”主要是不涉及具体史实研究的论文，例如历史哲学、历史教学和史学理论类的
论文。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８册：世界史），第６２页。



芬和林美香等一批接受西方史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开始崭露头角，至今仍然活跃在台湾世界史学术
界①。他们接受了英美高校的系统学术训练，在各自细分领域密切追踪学术动态且笔耕不辍，推动台
湾世界史研究近年来在微观领域向欧美学者靠近，以至在一些具体议题的研究上不遑多让。

另一方面，透过表１可以看出，１９７０年以后台湾世界史发文量逐步攀升；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刊发高
达１８６篇；２０００年至今的两个十年间略有回落，同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发文量相当。这一现象似与前文分
期冲突。然而，事实是台湾历史学门类学术竞争加剧、希冀通过期刊评比缩减论文刊发数量以提升人
文学界研究水准的结果。据笔者统计，七十余年台湾世界史刊发的学术论文分布于四十余家期刊，其
中《台大历史学报》《新史学》《辅仁历史学报》《成大历史学报》《政大历史学报》《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西洋史集刊》《思与言》和《欧美研究》（更名前为《美国研究》）等是台湾世界史发表的重要园地，这９
种刊物承载了半数以上的成果。上述历史学重要的刊发园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受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１９９７年，在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支持下，由杜正胜牵头，展开对台湾历史学门类的期
刊进行审核、评比并排序。随后分别在杜正胜和黄宽重的主持下相继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进行
评比②。同时，台湾“国科会社科中心第五次执行委员会”也于２０００年讨论通过首批“台湾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要点”（ＴＳＳＣＩ，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３年３月修订为“台
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要点”），对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审。这些评比排
名对学术期刊提出诸如“一年出刊两期作为优良期刊的基本要求”的硬性规定，并对期刊的出刊频次、
稿件来源、退稿率、载文数量、延误与否、转引率和“国科会奖项的比率”等也都做出详细的评分细
则③。《西洋史集刊》在此种压力之下停刊，《台大历史学报》和《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分别于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５年由年刊更改为半年刊。２００５年，时任成功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王文霞在停刊公告中说：“这些年
来西洋史学者研究累积的成果，对学术界必有一定的贡献；而现在迫于现实环境，必须告一段落。环
顾‘国内’（中国台湾）历史学界，至今仍然缺少这类的专业期刊，大多数论文分散于各大学的历史学
报，没有一份专业刊物统整这些文章。”④这样一来，台湾世界史成果也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井喷”后
遭遇挫折，但总体上依旧保持着缓慢增长的态势。

二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聚焦于何处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影响学者思考和立论的问题意识，
即其治学旨趣在这一时段所呈现的特征与变迁，无疑是理解台湾世界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⑤。
自《大陆杂志》在１９５６年刊载徐先尧的《德国迈乃克教授的历史学》一文以来，台湾学界迄今已在《台
大历史学报》《食货月刊》《西洋史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世界史论文达七百余篇，学术成果堪称丰硕。深
入其中，即可管窥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旨趣、问题聚焦及立论关怀。这里将在对学术史总体概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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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０年后，台湾公费出岛攻读世界史的人数众多，这里仅列举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数位。其中王世宗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于台湾
大学取得历史学本科和硕士学位，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杨肃献于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间在台湾大学历史
学本科和硕士学位，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哈里·迪金森（Ｈ．Ｔ．Ｄｉｃｋｉｎ－
ｓｏｎ）；花亦芬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９年分别取得德国科隆大学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林美香
在台湾大学取得历史学本科和硕士学位，１９９６年获得台湾“教育部”公费留学奖学金前往爱丁堡大学，２０００年毕业。

杜正胜、陈国栋、柳立言：《“‘国内’历史学学术期刊排序计划”简介》，《汉学研究通讯》１９９８年第６８期，第４４１～４５９页；“中研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执行，杜正胜、陈国栋、林丽月主持：《“国内”历史学专业期刊评比排序之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

第５卷第２期，２００４年，第４６～４９页；黄宽重主持：《“历史学门‘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专
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９７　２４１０ Ｈ　００１　００４。

杜正胜、陈国栋、柳立言：《“‘国内’历史学学术期刊排序计划”简介》，《汉学研究通讯》１９９８年第６８期，第４５３～４５９页；黄宽
重主持：《“历史学门‘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９７　２４１０ Ｈ
００１　００４。

王文霞：《〈西洋史集刊〉停刊公告》，《西洋史集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３期卷首。

此处受黄宗智先生启发。他认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
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方向，由
此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１５５页。



以梳理的基础上，围绕着学界热议的问题及其变迁，来展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重心和趋势，透过他们
的阐释逻辑呈现台湾世界史的多元取向。

与中国史不同，世界史为学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域与主题，此为世界史长处之所在，但也不
可避免地给研究带来分散化的弊端。这对于相关研究人数体量极其有限的台湾学界更是如此，表１
即可为证。图示显示，古代中世纪史（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在台湾世界史学术群体中颇受冷遇，世界上
古史研究后继乏力，中世纪史研究成果也较为少见；相应的，台湾的世界史学者大都热衷于对世界近
现代史（１５００年至今）的研讨，１８００年后的历史研究最为热门，学术成果往往集中于此。

在笔者收集的７０８篇论文中，有５８篇研究主题分布在公元５００年之前，占比８．１９％。其中，蒲
慕洲（８篇）、邢义田（７篇）、黄俊杰（６篇）、刘景辉（５篇）和王任光（３篇）等人发文较多，占据上古史论
文半数以上。他们如今或已退休辞世、或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奠定台湾早期世界史研究的王任光在

１９９３年离世，曾专注于上古史的蒲慕洲和邢义田早已转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２１世纪以来，成功大
学的翁佳声、东吴大学的何宛倩和徐诗薇（Ｓｈｉｈ－Ｗｅｉ　Ｈｓｕ）表现较为活跃，而徐诗薇已于２０１７年进入
大陆南开大学任教。所以，总体看来台湾上古史人才储备不多，他们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一时颇为
落寞。类似地，中世纪史的成果也不多见，七十余年来仅有６６篇学术论文，占比约９．３２％。世界近
现代史讨论的热络则与古代中世纪史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近年来刊出论文４２６篇，占比６０．１７％①，侧
身其中的学者人数众多、成果产出较多，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研究主题。同时，还有不少成果追踪学术
思潮、关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等相关议题。由此可见，台湾学界对中世纪史的关注略强于古代史，
学者则普遍聚焦世界近现代史，对西方史学潮流保持着相当的兴趣。但是，欲对１９４５年来的台湾世
界史研究有着更为深刻、具体的认识，则需要对学者们的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具体到台湾世界史学者的议题，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对西方史学史、晚近的学术大家以
及西学思潮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一特征在世界史研究起步阶段尤其明显，相关成果集中发表于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其时以人物的思想及其学说为中心的研究，满足了台湾学界搭建学科框架和追踪
学术前沿的诉求。以史学史的研究为例，他们从与台湾学界关系密切的西方学者出发，逐步发散，引
介西方史学的不同流派。弗里德里希·梅尼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１８６２—１９５４）是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台湾学界讨论较多的西方史家②，这同他的门生、西洋史学者张贵永的推崇不无关系。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学界更加注重西方史学潮流，既对汤因比、年鉴学派多有关注③；也注重借鉴一些细分领
域中的翘楚如英国史家阿克顿勋爵、中世纪经济史名家亨利·皮朗和洛佩兹、俄籍古代史专家罗斯托
夫采夫等人的研究④。同时，晚近西方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为台湾西洋史学者引介，他们对马克
斯·韦伯关注尤多，“中国历史学会”（台湾）的《史学评论》一刊在１９８５年推出韦伯专题研究。然而，

１９９０年以来，这一学术潮流趋缓，世界史学者转而追逐新史学相关理论范式，心理史、历史社会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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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因为有部分是史学史、史学理论和通论类论文，所以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论文数量相加不足７０８篇。这部分文章数
量约为１５８篇，占比２２．３２％。

张贵永：《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华冈学报》１９６５年第２期；徐先尧：《德国迈乃克教授的历史学》（上、下），《大陆杂志》

第１５卷第９～１０期，１９５７年；徐先尧：《迈乃克对于兰克和布尔克哈尔特的观点的转变》（一、二、三、末），《大陆杂志》第２８卷
第９～１２期，１９６４年。

阎沁恒：《汤恩比的史学方法及观念》，《政大学报》１９７０年第２２期；阎沁恒：《汤恩比论美国早期历史》，《美国研究》第１卷第

３期，１９７１年；周梁楷：《汤恩比的历史和社会改革思想》，《食货月刊》第１３卷第１１、１２期合刊，１９８４年；黄大受：《通儒汤恩
比》，《中兴文史学报》第７卷，１９７７年；周梁楷：《卡尔及巴特菲尔德史学理论之比较》，《中兴文史学报》第５卷，１９７５年；颜建
发：《费南·布劳岱的整体史学》，《史学评论》第７卷，１９８４年；周梁楷：《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７卷，

１９８４年。

周梁楷：《论艾克顿在近代史学思潮中之地位》，《中兴文史学报》第６卷，１９７６年；邢义田：《罗斯托夫兹夫与“罗马帝国社会经
济史”》，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１版序言译文，《食货月刊》第１３卷第１１、１２期合刊，１９８４年；夏伯嘉：《亨利·皮乐与欧
洲中古史研究》，《史学评论》第２卷，１９８０年；夏伯嘉：《欧洲中古时期的商业革命：罗拔·罗佩司（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ｐｅｚ）著作简介》，
《史学评论》第３卷，１９８１年；周梁楷：《那米尔的历史思想》，《食货月刊》第１４卷第９、１０期合刊，１９８５年。



籍史、观念史、性别史、儿童史、动物史和影视史学等接踵而至①。
第二，论题聚焦于西方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关注西方近现代化历史的轴心问题。因其规模较

小，研究人员不足，台湾世界史学界往往须兼顾学科建设和个人旨趣，同时试图透过重大历史事件的
讨论以点带面，推进整体研究。１６世纪以来，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北美
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形塑了现代欧洲，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台湾学界
对上述问题多有涉及，相当数量的论文围绕着上述事件与进程展开②。这其中以台湾学界对于法国
大革命及其周边议题的讨论尤为热烈，颇有代表性。近四十年来，汪金太、孙若怡、涂永清和杨肃献等
多名学者就这一问题发文近二十篇，台湾世界史专业期刊《西洋史集刊》创刊号即冠以“纪念法国革命
二百年”之名，《思与言》杂志也在同年由孙若怡策划推出了“法国大革命史研讨会”专号③。这些研究
也凸显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传统与变革。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间，涂永清、汪金太和孙若怡等人的研究往
往着眼于大革命爆发原因、进程以及继承与断裂等传统问题，之后的议题则明显地受到了性别史、思
想史和计量史学的启发。此外，他们还试图在个人研究旨趣和议题中找到平衡。杨肃献早年专注中
国近现代思想史，１９８４年负笈英伦，后以《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辩论———埃德蒙·伯克和他的批判》
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近来研究又转向近代欧洲思想史和史学史④。透过杨氏的学术履历则不难管窥
到，台湾学者在择取议题时，颇为重视重大历史事件、史学趋势和个人旨趣的权衡。当台湾世界史研
究积木成林后，学者们逐渐倾向至学术旨趣。

第三，晚近研究带有浓厚的新史学印记。黄俊杰曾撰文指出，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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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里简要地列举大陆世界史学界关注较少的儿童史和动物史成果。尤其值得注意，《成大历史学报》在２０２０年６月第５８号
推出动物史学专刊，不仅对动物史学的基本概念、在台湾的书写史和“全球的宠物史”进行界定和畅想，也对亚洲虎人传说、

牛的符号和大熊猫团团圆圆来台“团圆史”予以专题讨论。相关研究依次可见林慈淑：《历史教与学的鸿沟———英国儿童历
史认知的探究（１９６０—１９９０）》，《东吴历史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８期；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斯（Ａｒｉｅｓ）

及其批评》，《新史学》第１５卷第１期，２００４年；李鉴慧：《十九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与基督教传统》，《新史学》第２０卷第１
期，２００９年；李鉴慧：《挪用自然史：英国十九世纪动物保护运动与大众自然史文化》，《成大历史学报》第３８号，２０１０年；李鉴
慧：《从“棕狗传奇”论二十世纪初英国反动物实验运动策略之激进化》，《新史学》第２３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李鉴慧：《英国工业
革命中的动物贡献与生命经验初探》，《成大历史学报》第５８号，２０２０年；李鉴慧：《一篇多物种遭逢的故事———十九世纪伦敦
史密斯菲尔德活畜市场搬迁争议》，《新史学》第３２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

比较典型的有蒋孝禹和李若庸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汪金太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孙同勋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王琪对两
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史的讨论、吴圳义对二战后法国史的研究等，涉及这些专题讨论的文章数量众多，仅上述６名学者便刊
文５６篇，台湾学界对专题讨论的热烈可见一斑。

笔者目力所及，截至２０２１年相关论文多达近二十篇。此处举其要者为：涂永清：《由经济因素析论法国大革命》，《成功大学
学报》第１７卷，１９８２年；汪金太：《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冲击及其政治意义》，《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汪金太：《法国
大革命的历史解释》，《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汪金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起源及其发展》，《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５年
第３期；汪金太：《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与美德共和国》，《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孙若怡：《由征服战到侵略战———法
国革命期间督政府及其执政府时期（１７９５—１８０４）的对外侵略》，《中兴文史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７期；汪金太：《旧王朝与法国大
革命：持续与变迁之商榷》，《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６期；孙若怡：《法国大革命立法会议时期的党派冲突》，《中兴文史学
报》１９８８年第１８期；涂永清：《妇女与法国大革命（１７８９—１７９５）》，《西洋史集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王琪：《施坦因之改革理念与
法国革命的关系》，《西洋史集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杨肃献：《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激进派的人权理论》，《台大文史哲学报》１９９０
年第３８期；林慈淑：《解读柯本著〈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１７１５—１７９９〉》，《东吴文史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刘增泉：《法国大革
命时期道多尼省和洛省的国民义勇军营》，《辅仁历史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杨肃献：《马克斯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一
个解释传统的解体》，《新史学》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９２年；杨肃献：“埃德蒙·柏克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８期；熊彬彬：《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口（１６００—１７８９）》，《兴大
历史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７期；《思与言》第２７卷第２期专号，１９８９年。

以下依据时序列出杨肃献研究成果概要，上文已出现者省略。杨肃献：《关税与分裂时期北京政府财政（１９１６—１９２８）》，《食
货月刊》第８卷第８期，１９７８年；《从张之洞的“勤学篇”看晚清的保守主义》，《食货月刊》第９卷第１０期，１９８０年；《张之洞与
近代中国的保守思想———“中体西用论”的成立及其历史意义》，《大陆杂志》第６４卷第６期，１９８２年；爱丁堡大学１９９０年博
士论文《英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埃德蒙·柏克及其批评者》（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英格兰有启蒙运动吗？———历史家论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启蒙运动》，《新史学》第９卷第４期，１９９８
年；《青年吉朋———一位罗马帝国历史家的养成》，《新史学》第１２卷第２期，２００１年；《柏克思想与英格兰启蒙运动》，《台大历
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２期；《吉朋的史学与近代欧洲的古典学术》，《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１期；《从人文主义史学到哲学
的历史：吉朋历史书写的近世欧洲史学脉络》，《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２期；《怀疑论、古物研究与近代欧洲史学的起源》，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４期等。



其注重史学方法论，量化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范式给予历史学以极大启发……这个
阶段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为其基本特征①。在这股学术潮流中，以性别史、外国族
裔史、书籍史以及相关学说引介与学术史梳理成果最为丰硕。１９８５年后，性别史吸引了相关学者尤
其是女性研究者的关注，迄今已有二十余篇涉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题的性别史研究成
果②。细致考察后不难发现，性别史研究范式带来的革新体现在多个维度之上。首先，这促使学者们
开始关注此前研究颇为忽略的女性群体，如吴圳义对二战中的女兵和涂永清对女性与法国大革命以
及女巫的讨论。其次，性别史自身的学术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具体有李贞德所关注的欧洲中古妇
女史和陈静瑜考察的美国女权运动史。此外，性别史从女权走向平权及其同族裔、种族的结合在学者
们的研究中也有体现。黄文龄对黑人女性的关注、林美香和陈佩璟对历史上跨性别行为的考察，就充
分展现了台湾学者对晚近新史学潮流的吸收和运用。性别史的热络场面并不是个例，新史学在台湾
世界史学界流布甚广，新文化史、书籍史以及后现代史学都能找到一定数量的拥趸和实践③。

第四，研究视角呈现出“从中国看世界”到“从台湾看周边”的位移，“去中国化”的意图明显。杨国
枢曾指出，台湾学者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历了从“返乡”到“此处即吾乡”的认知变迁。这同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浪潮一起塑造了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④。世界史研究虽以外
国史为主要对象，仍不可避免地受此波及，学界对华人华侨史和晚近国际关系的讨论印证了这一判
断。１９８０年前后，台湾学界有零星学者关注到华人华侨的问题并涉足其中，他们大体上仍以“中国”
作为其思考和立论的出发点⑤。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断地回溯国民党败退台湾和台海危机前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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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８页。该文曾以《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１９７１—１９８１）》《近三十年来史学
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为题分别刊于《汉学研究通讯》和《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

这些成果依次有黄富三：《女工与纺织工市场的扩张———工业革命时期》，《食货月刊》第５卷第５期，１９７５年；吴圳义：《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女兵》，《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涂永清：《妇女与法国大革命（１７８９—１７９５）》，《西洋史集刊》１９８９年第１
期；王琪：《纳粹主义运动下的德国妇女》，《西洋史集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李贞德：《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
妇女史研究》，《新史学》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９３年；涂永清：《女巫之研究》，《西洋史集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陈静瑜：《美国争取票
权运动的领袖：史坦敦的“新女性”表现》，《中兴文史学报》第２４卷，１９９４年；陈静瑜：《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析论（１９６０—

１９９０）》，《兴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汪雅玲：《印象主义与女性艺术家的发展空间》，《辅仁历史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６期；林
立树：《一九五〇年代美国同性恋团体理念与发展探讨》，《辅仁学志》第２４卷，１９９５年；林美香：《女性与政治：汤玛斯艾列特
的〈为好女人辩护〉与十六世纪人文学者的“女主宝鉴”》，《台大文史哲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５期；林美香：《十六世纪英格兰女性
统治的建立———以女王为主体的探讨》，《新史学》第１４卷第３期，２００３年；黄文龄：《纽约市妇女会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以

１９７０年代纽约市立大学开放入学政策为例》，《台湾师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３期；卢文婷：《变迁中的美国华人移民妇女政
治地位析探》，《兴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０期；林欣怡：《“…而女人是她的人性”———中古晚期宗教书写中的女性意象》，《辅
仁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１期；俞彦娟：《从女权到人权：美国女选民联盟的公民行动》，《辅仁历史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５期；黄文
龄：《１９１６年“黑人女性全国联盟”接管“道格拉斯之家”动机之研究》，《东吴历史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８期；陈佩璟：《跨越性别的
界线：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和男性的变装行为》，《东吴历史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９期；刘文彬：《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女性选
举权之影响》，《台湾师大历史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３期；刘文彬：《二十世纪初法国妇女选举权的困境与突破》，《中正历史学刊》

２０１６年第１９期；林美香：《“阳刚女”、“阴柔男”：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女性时尚与性别争议》，《台大文史哲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８９期等。

受篇幅所限，此处列出具有代表性的论作。刘翠溶：《近二十年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美国研究》第５卷第２
期，１９７５年；《近二十年欧美历史人口学之发展》，《美国研究》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７７年；周惠民：《从人口现象看三十年战争》，
《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张四德：《认同感与输诚忠心———论美国种族歧视下少数民族的处境》，《西洋史集刊》１９９０
年第２期；杨豫：《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新史学》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９０年；夏伯嘉：《战后欧美史学发展趋
势》，《新史学》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９３年；王心扬：《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新史学》第６卷第３期，１９９５年；周梁楷：
《影视史学：理论基础及课程主旨的反思》，《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３期；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论：从观念史的思考到
决定论的批判》，《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６期；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
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１期；秦曼仪：《绝对王权下贵族的书写与出版———拉侯什博科公爵的〈道
德箴言录〉与巴黎菁英读者》，《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５期等。

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典型者有，刘渭平：《十九世纪华侨移殖澳洲之经过与白澳政策之形成》，《史学汇刊》１９７０年第３期；魏良才：《一九二〇年代
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美国研究》第８卷第３期，１９７８年；陈三井：《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对华政
策》，《近史所集刊》１９８０年第９期等。



湾同大陆、日本和美国的多边关系，建构台湾与美国的战略定位①。还有学者将爱尔兰、朝鲜和台湾
三个曾被殖民的地区进行比较，提出台湾因清政府在日殖初期借“官民内渡”抽离了本土中产阶级，破
坏了台湾社会结构的完整，不利于后者发展出完整的民族意识；台湾甚至由于日据时期的人才训练、
国民党的“以德报怨”，抗日情绪已然不复可寻②。同时，相关学者的治学转变及其“现实关怀”，清晰
地展露出“去中国化”的思想苗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台湾的勃兴。台湾学界台美关系的重要研究
者、供职台湾大学的赵绮娜和台湾“中研院”的张淑雅，同出自陈捷先门下，分别以《清初东北的驻防八
旗》和《清末广东四大书院的研究》取得台湾大学中国史硕士学位，都在随后转入美国外交史，尤其是
台美关系研究③。这其中，赵绮娜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适逢美国政府与台湾
断交（１９７８年）。受此震撼的赵绮娜将研究重心向台美关系进一步转移，寄希望透过对美国国会的研
究以理解美国外交，尤其是美国对台外交的考量④。这是当代形势所酝酿的多元认同投射学术场域
的结果，也是台湾部分世界史学者受到“本土化”风潮之影响，将研究同本土政治动向结合，寻求“去中
国化”的真实写照。这种追随政治动向的研究并不可取。

当然，以上只是对台湾世界史学者七十多年来议题的宏观把握，另有一些诸如“意大利的簿记论”
和近代法国畸形胎儿等研究⑤，也展现了台湾学者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涉猎地域、主题的广泛多样。
尽管台湾世界史研究在引进西方史学的过程中步步推进，学术议题呈现出新旧嬗变的趋势，但受制于
狭小的人员体量规模，在古代中世纪史方向后继乏力，对重大事件之外的历史也涉猎较少，忽视对基
础问题的讨论，尚未建构起自身的研究体系。总的来说，台湾世界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无论是时代浪潮的涌动、史学风气的变迁、现实政局的异动，还是个人学术背景和治学旨趣的差
异与变化等都作用于此。由于难免受到“世变”的影响，台湾学者曾“致力于摆脱外在的政治干扰，不
过在萨伊德所称‘族群认同’的要求下，政治终于又卷走了学术的自主性”⑥。

三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１９７９年，余英时在《史学评论》代发刊辞中振聋发聩地提出：“在中国的学术学术传统中，史学
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但时至今日，史学在中国竟大为衰落了。”⑦看衰史学在台湾学界于
此可窥一斑。不过在事实上，台湾的世界史虽不似中国史研究那般有着辉煌的过往与厚重的积
淀，然而七十余年来踯躅前行，业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杨肃献在１９９７年曾提出，相关成果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显著增长、包括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等十二处史学研究所的建成、西洋史人
才培养体系的形成是这四十余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湾西洋史取得的进展⑧。２００４年，童长义、杨肃
献和王世宗曾对台湾世界史不同领域在１９４５—２０００年所取得的进展予以梳理。童长义认为台湾
的亚洲史研究在１９５５年之前“较诸共产大陆马列唯物教条史学略胜一筹”，随着１９６０年后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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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绮娜：《一九四〇年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台湾战略地位》，《美国研究》第１２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张淑雅：《美国对台政策转变
的考察（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９５１年５月）》，《近史所集刊》１９９０年第１９期；张淑雅：《安理会停火案：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
略之一》，《近史所集刊》１９９３年第２２期（下）；张淑雅：《台海危机前美国对外岛的政策（１９５３—１９５４）》，《近史所集刊》１９９４年
第２３期（下）；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近史所集刊》１９９５年第２４期（上）。

周惠民：《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互动———以爱尔兰、朝鲜半岛及台湾地区为基础之比较》，《政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１期。

赵绮娜：《清初东北的驻防八旗》（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１９７３年；张淑雅：《清末广东四大书院的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国立台湾大学”１９８０年。

赵绮娜先后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０年取得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曾返回台湾服务。她的硕博论文分别
为：赵绮娜：《美国对台湾的许诺：冷战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Ｅｎａ　Ｃｈａ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赵绮娜：《“中国帮”：美国国会与对外政策的制定（１９４７—１９５２）》（Ｅｎａ　Ｃｈａ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ｌｏ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３年，张淑雅在赵绮娜的追悼会上曾从台湾本土的立场上对其学术成就
进行评价。参见石昇烜：《“赵绮娜教授追思会”纪实》，《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２０１３年第１５期，第８～１０页。

丁人：《最早期意大利薄记与Ｐａｃｉｏｌｏ“薄记论”之研究》，《政大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９期；杨彦彬：《母亲想象力与胎儿畸形：近代法
国学界对于怪物诞生成因之讨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０期等。

许倬云：《序言也是一番反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第１页。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康乐、彭明辉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１页。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第３０３～３０９页。



济条件改善，研究朝向客观性、相对性、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杨肃献和王世宗则分别提出台湾的
“西洋上古史研究冷僻、中古史研究荒芜、近代史研究相对成熟、现代史研究多于前代，但主题分
散、不易形成全面的关照和宏观的识见”①。这些看法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有其合理性。不
过二十余载已去，且仅立足台湾一隅不免偏狭，对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之成就的把握，须放
置于更加广阔的学术场域之中去考量。

概而观之，台湾世界史在民国西洋史学术传承、本地区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话语形成、台湾地区
历史学范式更新，乃至于中国世界史整体研究主题多样性与华语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自身
独特的作用，其成就彰显于以上多个维度之间。

可以说，台湾世界史传承了民国西洋史的研究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与中国大陆学
界不同的路径。１９４９年，一批西洋史学者南渡台湾，西方史学随之传入。杜维运所作《西方史学输
入中国考》有云：“在台湾大学讲学的张致远（张贵永，字致远）、姚从吾、沈刚伯、刘崇鋐诸教授，是
此一时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台湾）输入西方史学极重要的人物。”②上述民国西洋史名家
的播迁，事实上将清末民初以降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观点影响的西洋史迁移至台湾，同时也造成了
大陆和台湾地区所谓“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的分野。落地台湾的西洋史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

名为西洋史学，实为借西洋之“新史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意在“启蒙”和“救亡图存”，学术色彩淡
薄。这种风气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仍有踪迹可循。１９８４年，黄俊杰在《历史的探索》一书的序言中
写道：

　　在西洋史的领域里，古希腊史尤启我遐思，心神向往……但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只要对希腊古史

做一个最浮面的观察，并取而与国史的发展历程一并思考，则立刻会面对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何以古希腊城邦

所行之民主政治可出现于近代西方世界而先秦之邦国林立未能为国史开出民本政治之格局？这个严肃的问题

值得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人作一番理性的反省③。

透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以思考中国出路的取向，是民国西洋史遗留给台湾和大陆共同的、未竞的
壮志。然而，伴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台湾社会科学界“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浪潮兴起，这一学术诉求
大有退隐之势，使其世界史研究在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警惕态度的同时呈现出多元化的
价值取向④。这种开放的“自由化”给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和新兴研究领域进入台湾世界史学界提
供了契机，进一步提升其研究的多样性。于民国西洋史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取向多元、研究主题丰富的
现代世界史学术群体，无疑是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学界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这又同中国大陆的
世界史同仁一道，丰富了汉语界的世界史研究。

台湾的世界史研究还深刻地参与并形塑了台湾史学的发展变迁⑤。余英时、王晴佳等学者在
考察台湾史学风气流变之时，往往以中国史学者及其论说作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依据，从而忽视
了世界史的声音⑥。虽有学者自谦世界史居于台湾史学界之中“成绩有限、无足轻重”⑦，但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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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童长义、杨肃献、王世宗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第８册：世界史），第１～７、６９、９５、１１９、１９９页，在保证
原意的基础上略有改动。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７６年第３期，第４３６页。

黄俊杰：《历史的探索·自序》，水牛大学丛书５３，台北：水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３页。

台湾世界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讨论较少，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方才谨慎涉足。如杨肃献：《马克斯主义与
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一个解释传统的解体》，《新史学》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９３年，第３５～５６页；周雪舫：《普列汉诺夫从民粹
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之研究》，《辅仁历史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２４５～２６８页等。

王晴佳教授将１９４５—２０１０年台湾史学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及其门人为代
表的“史料学派”，其影响时段大致在１９４９—１９６０年代中期；第二代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负笈海外的历史学人，他们致力
将欧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台湾的历史研究之中，其研究由国家政治军事和典章制度，转向社会经济诸课题，其活跃
时间大致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８７年结束“戒严”；第三代的活跃者大都为第二代之学子，他们工作的重心转向文化史、台
湾史，其时段在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后。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第１～１９页；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
代》，初版序言，第２～４页。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台大历史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第２９５页。



世界史学者及其研究在引介西方思潮、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台湾史学风气转变等方面居功甚伟。

１９８３年，黄俊杰曾撰文讨论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台湾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着重发掘并肯定了世界
史学者居于其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史料学派”主导台湾史学研究之际，“除了傅斯年及姚从吾两先
生外，在这个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里致力于德国史学介绍的，尚有张致远先生”。而张氏的贡献
主要表现为，其所著书《史学讲话》有引介阐发班海穆（Ｅｒｎｓｔ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１８５０—１９４２）的《史学导论》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之功；主张史学研究当以“史源学”为主体；其所谓“史源
学”即史料的研究、考证、解释、组织与叙述的工作①。随后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间的史学与社会科学
绾合时期，世界史学者活跃其中，在量化史学、心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观念等台湾史学界最为关心
的方向着力甚多②。

黄文所述不是孤例，不同年代的世界史学人在台湾史学的激荡发展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史料
学派”代表人物傅斯年的好友、同为战后台湾第一代历史学者的沈刚伯，便以开放的态度面对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台湾史学风气变迁。１９６８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４０周年之际，沈刚伯作了题
为《史学与世变》的演讲。他认为史学是以人为本之学，史学是随着世事变迁而变，史学也当随着世事
变迁而变，即“史学产生以后，物质环境仍然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越急，则史学
变得越快；世变越大，则史学变得越新”③。王晴佳提出，沈刚伯透过这番演讲明确表明“史语所所代
表的治史风格已经过时”④。事实上此番演讲不仅标志着世界史出身的沈刚伯跟“史料学派”的告别，
更为随后数十年台湾史学随世变而变谱写了基调。

沈刚伯以后，更多的世界史学者投身于台湾史学逐浪于西方史学的新潮之中。例如，在２０世纪
七八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尤为活跃的黄俊杰，彼时热烈地引介、评论西方史学研究范式，积极推动历史
学和社会学的对话。２０１３年，潘光哲在回首《思与言》创刊５０年来与历史学的激荡缠结时，对黄俊杰
颇为赞赏。他指出，“１９７２年，还仅是台湾大学历史所研究生的黄俊杰，即翻译了英国史家巴勒克拉
夫对于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进行‘有益调和’的文章……引介韦伯更为其此后工作重心之一……（黄
文虽非最早的作品）实若继承《思与言》对于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关怀旨趣，委实乃当时史学风气转变
之旗手”⑤。诚如潘光哲所言，黄俊杰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推进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对话，更准确地则是
推动台湾史学效法西方史学并借鉴社会学之研究范式，扭转台湾史学风气。

１９７７年，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一书，集中将西方史学同社会学交融的讨论引入⑥。１９８１
年增订时加入《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将其诉求予以明确。此文涵盖三个层次。
其一，驳斥所谓历史学与社会学有“重大差异”。此观点云“史学研究之焦点在于‘变’与‘常’，社会学
关注‘类’与‘型’；前者纵向剖面式，后者横向切面式；史学研究希图厘清人类行为之因果关系，故重在
‘过去’、在个案，社会学研究则旨在建立人类行为之普遍模式，故重在‘现在’、在通则”。对此，黄俊杰
列举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直陈上述两书乃中西史学共有的、分门别类地撰写
历史的典范，直言“史学与社会学在类型研究上之差异仅可谓程度上之差别而非性质之上重大不同
也，而特殊性与普遍性之说法亦言过其实……史学与社会学皆以‘人’为其探讨的对象，两者之间有侧
重点的不同，而无根本性质之差异”。其二，批判百年来西方社会学之积弊。他提出，“（社会学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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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②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２７９～２８０、

２９１～３０１页。

沈刚伯：《沈刚伯先生文集》，第６３～７５页。

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第４８～４９页。

潘光哲：《〈思与言〉的史学实践》，《思与言》第５１卷第４期，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４６页，引文略有改动。潘光哲在文中提及黄俊杰
的多篇译作，依次为：《思想史及其相关学科》，《食货月刊》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７７年，第４５～５０页；《科学方法与史学家的工
作》，《思与言》第９卷第６期，１９７２年，第４１～４６页；《韦伯对于人类行为与历史的解释》，《思与言》第１４卷第１期，１９７６年，

第３３～３９页；《社会学的类型研究与历史解释》，《思与言》第１４卷第４期，１９７６年，第３０～３９页。根据黄俊杰的学术履历可
以发现，他在１９８７年后逐渐转入了中国古代史与台湾史相关的领域，这不能否定他曾作为世界史学者活跃于台湾史学风气
丕变之际。ｈｔｔｐ：／／ｈｕａｎｇ．ｃｃ．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ａｂｏｕｔ．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可见。

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究）缺乏历史的眼光而且看问题多以欧洲为中心，无形之中遂以欧洲近代发展之经验作为人类社会之
普遍模式；过分机械式地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观念，末流所及遂无形中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为不相敌属之敌体”①。其三，主张史学与社会学实为“共生之关系”，认定“史家与社会学家贵在相
济、不在独申”。他指出，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与社会学交相影响，转相求益实已使双方在
研究方法上共蒙其利、日上层楼；史学与社会学在问题意识的形成上互作辩证刺激……吾人提倡史学
与社会学之合作，其目的在于求取两者间动态之平衡与辩性之互动，而非沦史学为社会学之婢女也”。

在他看来，史学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既能拓展传统中国史学理想之通识心胸，又可补史学家拙于
论‘常’之弊”②。同时，“传统的叙述性史学作品有其限制，而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正是解决历史的综
合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社会科学的基本发现，学术关怀及其学科的视野对于史学均大有助益，有
助于史学的叙述性作品及其专论作品在写作方式上的突破”③。黄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此时台湾
史学风气转向的学术风向标，在进一步推动台湾史学拥抱社会科学上作用甚大。在这前后，台湾的一
批世界史学者对马克斯·韦伯、年鉴学派、汤因比，以及晚近的西方史学流派进行介绍，并尝试着运用
新的范式进行研究，这也推动了台湾史学加深对西方史学动向的把握和理解。由此可见，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台湾史学转向，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台湾史学界对二战后西方史学成果的积极吸
纳。在助推台湾史学风气持续转变上，台湾世界史学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不仅与台湾世界史
自身的发展轨迹相契合，由此也凸显了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之于台湾史学界的重要意义。

如果将视角转移至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语史学界，则不难发现，台湾世界史对于丰富中国、乃至
整个华语的世界史研究学术意义重大。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沟通不畅，台湾
世界史研究对大陆影响有限。然而，海峡两岸的世界史不仅都源于清末民初之民族危亡之际发轫的
“西洋史”，且活跃在同一个研究场域之中，存在着交流互通的基础。这一隔阂伴随着两岸关系缓和而
逐渐改善，沟通互动也已井然有序进行。近年来，台湾世界史学人纷纷前来任职讲学，两岸世界史学
界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交流日显密切。２００６年，杨肃献、王文霞和王琪便应邀出席“北京论坛”，并
在会议中就各自研究专长作主题发言④。２０１４年，在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的推动下，第一届
“两岸学者共话·世界史”论坛成功举办，两岸世界史学者首次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如今已成功举办
四届⑤。同时，诸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杜宣莹和南开大学的徐诗薇等多名台籍青年学者前来执教，也为
大陆世界史教研带来新鲜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９年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索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ＳＳＣＩ）确定将１５个学科３０种台湾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纳入来源期刊，

把“鼓励台湾教师来大陆任教，其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可纳入工作评价体系”这一“惠台措施”予以
落实。台湾方面早在２００５年就已对大陆之历史学刊物进行调研，“国科会鉴于两岸学术交流之频繁，

且投稿中国大陆历史学期刊学者增多，为求进一步了解，特委托黄宽重为计划主持人，李贞德、吕妙芬
为共同主持人，执行‘历史学国际暨大陆期刊评比之研究’计划……（以）建立两岸学界对中国期刊学
术品质之共识，希望有助于国际汉学界了解华文学术期刊之水准”⑥。此外，台湾世界史一些细分领
域的研究成果，也给予大陆学者以启发。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在继承民国西洋史传统的基础上，走上同中国大陆不同的多元价值取向
之学术道路。台湾同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推动了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而且促进了华语世界史
研究的进展，在本土世界史、台湾历史学与华语世界史学术之中，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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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⑥

②③　黄俊杰：《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黄俊杰：《史学方法论丛·序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１年增订
版，第５～３４、２０～２４、２５页。

三人所作的发言主题依次为“柏克思想与英国启蒙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工会运动（１８８０—１９１４）”和“俾斯麦１８７８年
颁布反社会党人法的背景探讨”。

四届论坛进行时间和地点依次为：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于北京、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２１日于北京、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５月１日
于台北、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于上海与线上同时进行；论坛先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首次会
议，北京大学历史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依次承办。

黄宽重等：《“历史学国际暨大陆期刊评比之研究”成果报告》，《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第８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第８６页。



四　对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反思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有无不足之处，其进路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须考虑台湾本土
学者的相关讨论，更有必要纳入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以及整个华语人文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进行认识和把握。总的看来，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全盘西化后，在有着强烈意识形态
介入的“本土化”浪潮的涤荡下，逐渐形成了“自我与他者”“台湾化与中国化”两极对立主导下的研究
取向。１９８６年，台湾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西学“中国化”运动方兴未艾。台湾学者杨国枢曾对台湾
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过辛辣的点评：

　　过去三十年来，台湾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依赖他国的边陲地位中进行，好像是孙悟空

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除了纯粹是传统汉学的部分（如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及中国习俗

等），在其他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范围内，台湾学者的教学内容大都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几乎也

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他们以介绍、模仿及套用西方学者的理论与方法为能事，以探讨西方学者

以及研究过的课题为得计。甚至在传统汉学研究范围内，也有不少人以生搬硬套地运用西方理论为乐事。影响

所及，多年以来，台湾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已成西方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附庸，使前者长期难以建立自己的独立

性与自主性，也难以在国际上对有关学术提供独特而重要的贡献①。

杨国枢也观察到了台湾学界为摆脱“附庸”地位所做的努力。他指出：“此间部分社会及行为科学
者，在反复思考与辨难之后，咸认要在自己学科中对世界学术提供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就必须摆脱
或超越学术的边陲地位，要超越边陲地位，就必须建立独立性与自主性；要建立独立性与自主性，就必
须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能真正中国化。”②杨国枢的议论是彼时台湾学者批判西方研究范式和议题主导
学界的缩影。这之后，“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浪潮袭来，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纷纷发掘本土议
题，检讨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论③。抵制机械模仿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浪潮一时成
为台湾学界的主流。但是，“中国化”或“本土化”波及的学科往往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客观上可以将中
国和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体到历史学门类，台湾地区的历史学受此指引则兴起了“台湾
史”研究。那么，以外国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学科是否能回避杨国枢的批评和“本土化”的讨论
呢？换言之，回溯１９４５—２０２１年来台湾的世界史研究，有哪些不足应当反思呢？

台湾学者对此的反省耐人寻味。黄俊杰指出研究者缺乏文化立场是台湾西洋史研究亟需反省的
问题。他强调：“我们研究西方历史文化的传统，多俯拾西方学者的成就，以若干西方著作为根据来阐
释西洋史。于是，在中文的西洋史著作及专刊中，读者所见的多系西方文化人的观点，而不是东方文
化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观点与解释。”④他对此深表担忧：“（西洋史）研究虽多，但不能形成一种植
根于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解释体系。”⑤邢义田曾应邀点评回应上述观点，他认为：“从所谓‘自我文
化’的立场研究或解释其他文化与历史恐皆难免一偏之见；近百年来国人研究西洋史最大的危机不在
缺乏立场，而在缺少基本研究，基本研究不固，所谓‘立场’‘解释’都是空中楼阁；要使外国史研究真正
在国内生根，非从史料掌握和专题研究做起莫辨。”⑥两位学者所述分别着眼于宏观和微观，看似矛
盾，实则欲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阐释逻辑和实践路径指明方向。这之后，杨肃献曾在两人讨论的基础
上继续求索。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显然由于研究环境的关系，台湾的西洋史一直是维持在相当基本
的层次；学者们的著述，大抵还停留在教科书之类的作品上，谈不到具有史识的研究成果。”⑦不过，杨
氏的评价主要着眼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也就是台湾世界史尚未成型之时期，未能涵盖近四十年台
湾世界史研究的进展。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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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珍对台湾世界史此一状况的批判则更加深刻。在他看来，“整体而言，晚清以来至当前台湾
学术界（１９９９年），对西洋史的研究与教学，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问题。除了基础研究的根
本欠缺之外，有关西洋史在研究与教学上的重大问题，最主要来自于认知偏见，所造成文化视野的限
制”。林氏所谓认知偏见实指“欧洲中心思想”长时间主导了世界史的教研，由此造成对自身或其他文
明模式的漠视。换言之，即西方历史发展的叙述模式将自身塑造为现代化的唯一典范，进而笼罩中国
历史的实际进程，导致后者无法建构文化主体性①。他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观察西方
史学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叙述的侵蚀，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只是其切入议题的视角之一。即
便如此，这一看法对于理解和反思台湾世界史研究仍颇有启发。

综合学者们对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及世界史研究的反思，辅以上文的分期与问题意识，即可看出，
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便是缺乏学术主体意识，由此产生了诸如自身话语体
系缺失、研究议题分散、学脉赓续孱弱、无法剥离意识形态左右等诸多流弊。

这些流弊从根本上讲正是台湾世界史研究缺乏主体性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台湾学界未能构建
起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层出不穷的西方史学流派与理论更迭牵引着台湾的世界史研究，主导了学者
研究的议题及其书写的范式。不可否认，世界史是以外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本国或本土的
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只是研究范畴的类别上的差异，而非视野上的分割。事
实上，借助中国的史学资源与史学眼光来考量世界史，十分必要。就在“西洋史”方兴未艾的民国年
间，胡适便已撰文强调“他者”视角和观点的重要性：

　　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

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

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②。

但台湾世界史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远不尽如人意，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忽略了学术主体性的建构，台湾世界史学科建设未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学者

们聚焦的时段、地域和主题分散，学术研究尚未展现足够的集聚效益。诚然，学术研究乃个人旨趣
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涉及本土学科建设和学术气候的形成，则需将个人意愿同学科发展相结合。
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学者，尤其是杨肃献、秦曼仪、花亦芬、林美香和李若庸等，大都在欧美高
校取得博士学位，随后研究多遵循以其个人旨趣或接续博士选题深耕拓展。例如，林美香在２０００
年以《“女主宝鉴”———英国女主统治的形成（１５５３—１６０３）》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返台后，她
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近代早期欧洲史、欧洲服饰文化史和文艺复兴史。一定程度
上，这种治学之路是构筑本土世界史知识体系和研究的重要途径，但在理论方法、研究范畴上远不
能满足构建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需要。此外，台湾世界史队伍体量较小，这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重
要原因。

世界史专业人才稀缺，其学术研究缺乏传承。这既是未能塑造学术主体性的重要原因，又是
缺乏主体性的结果。彭明辉曾对１９４５—２０００年间台湾地区博硕论文进行过计量分析，在他所收
集的２００８篇论文中，“中国史占７３．０％，台湾史１５．９％，外国史１１．１％”③。彭文所述的外国史
“包括国别史、西洋史与世界史，即中国史与台湾史之外的历史研究均归入此一类别”④，这样一来
属于纯粹“世界史”的无疑更少。同时，活跃在台湾世界史群体的学者，绝大部分是在海外高校取
得学位。不可否认，他们接受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系统地掌握国际研究动向，善于追赶学术潮
流。然而，这些海外学子往往在“他国”、或冠以“世界”的学术框架中发掘问题，确定研究对象，对
本土和中国自身的学术史缺乏清醒的认识。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台湾本土世界史研究的接续。此
外，外文写作侵蚀了中文的学术场域。笔者收集的１９５６—２０２１年台湾世界史论文共计７０８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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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１～２０５、１６４页。



中英文写作论文５４篇，占比７．６３％。考虑到台湾世界史的研究规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英文写作与发表是学者研究能力与书写功力的体现，也是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必要前提，但学术成
果为中国读者所理解接受、培养学生学术兴趣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①，如何权衡二者理应
慎重。

无法剥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也使台湾世界史学界难以凸显学术主体性。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
逃台湾，持续近四十年的“戒严”和长期对大陆的敌视，以及台湾当局刻意渲染的“台独”意识，对台
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影响深远。与之相应，“返乡情绪”“正统中华的代表”和“台独”意
识先后笼罩着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史研究概莫能外。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投射到历史
学研究之上，带来了“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对立分野，以及对“史观学派”的刻板印象和对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片面排斥。余英时对“史观学派”的批评便是一个例证。他不由分说地将中国大
陆的史学研究冠以“史观学派”；批评“史观学派”与时代结合的过分密切，“自始便不是从纯学术的
立场来研究历史的，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
寻找历史的根据的”。他甚至强调，“史观学派”主导的大陆史学界“完全从现实政治的要求出发，

最后必然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走向极端便是其所谓
“影射史学”。他还认为唯物史观对历史“规律”（ｌａｗｓ）界定模糊，批评“人类社会五种阶段”和“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论断②。这种曲解附会是对立两分的“台独”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流弊。

他甚至武断地判定“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１９４９年后势同水火地分别落地于台湾和大陆，在
对大陆史学研究缺乏系统认识、对唯物史观认知扭曲的前提下，着力批评“史观学派主导的大陆历
史学研究”。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渲染两岸学术对立和对大陆史学片面化的解读，深刻地反映了台
湾当局长时间刻意塑造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之于台湾学界的熏染。同时，“史料学派”和“史观学
派”的截然对立，导致台湾的世界史学者大都着眼细微之中，不问通观与阐释。相关研究因此“支
离破碎、不识大体”③。以台湾世界史着力最多的欧美史为例，尤其是英国史，迄今未见台湾本土学
者所著之外国通史论著。

情况表明，尽管过往七十余年中台湾世界史研究取得一些成就，并在推动台湾史学转型中做出积
极贡献，但却未能建构起自身学术研究的主体性，由此而产生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乃至缺陷，需要在
日后的学术拓展中予以解决。

五　结　　语

本文只是从学术发展脉络、问题意识、成就与不足四个侧面对１９４５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世界史研
究予以轮廓式的梳理和勾勒。可以明确的是，台湾世界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步入正
轨，１９９０年至今密切追踪西方学界前沿，相关研究在议题、范式和理论选取上进展显著。七十余年
来，台湾世界史接续民国西洋史的根脉与不断追踪西方史学的潮流，渐次展开多元价值取向的研究，

由此推动了台湾史学转变与华语世界史学术的进步。然而，台湾世界史学术体系建设步履蹒跚，更难
觅到其学术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台湾地区的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密切关
联。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进路何在？在这一涉及到学术发展前景的大问题上，台湾中国史的建设可为
这一难题提供思路。与世界史不同，台湾的中国史学研究与大陆关系紧密，交往密切。２００５年，两岸
史学工作者合作编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作为编者之一的邢义田曾在总序中感慨道：“愿意
将满园关不住的春色（指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引者注），献给海峡对岸的读者。”④两岸史学工作者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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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史料、观点和方法上的交流，对两岸史学的发展无疑大有裨益。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世界史研究
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各自展开的。大陆的世界史研究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引，经过诸如“亚细
亚生产方式”和“五朵金花”等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在批判苏联式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后，已经深
层次地发掘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内涵，进而探索自身的学术理路和阐释逻辑，现已初具规模并拥
有自身的研究特色，正着力构建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台湾的世界史研究虽
受研究规模、学科定位和政治环境限制较多，但仍在一些具体问题和领域上自有建树。显而易见，两
岸世界史研究拥有交流合作的基础，存在互补共进的空间。大陆可为台湾学者提供坚实可靠的国族
认同归属，现有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能为后者带来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启发；而台湾学界的研
究则能补充前者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升其议题的多样化。双方交融互通最终有益于繁荣中文世界的
世界史研究。

加强两岸世界史学术交流、人员交往与学术争鸣，无疑是台湾世界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大陆学者
可与台湾学者切磋交流、碰撞智慧的火花，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可为台湾学者提供更多的求职空间；学
术期刊则能为他们提供更加广阔、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园地。这些年来，两岸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访
问、人员就职、学术刊物互通互载文，逐渐井然有序地进行，而推动双方进一步深入交流借鉴，也是中
国世界史构建“三大体系”应有的题中之意。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０７　０４
作者孟广林，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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